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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以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关系为核心，译者常被视为忠实再现意义的“中介”，其主体

地位在理论层面长期受到遮蔽。随着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向，译者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译者

主体性问题成为翻译理论的重要议题。认知语言学以“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为基本立场，强调意义建

构过程中的主体经验、概念结构与认知机制，为重新理解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能动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本文立足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语义观，结合概念整合理论，系统阐释译者主体性的认知根源，

揭示译者在意义解构与译文建构过程中的认知操作机制，并进一步从语言范畴与非语言范畴两个层面探

讨译者主体性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体现。本文旨在说明，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审视译者主体性，不仅符合

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深化了对翻译本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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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centered on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with the translator often regarded as a “mediator” who faithfully reproduces meaning; 
as a result,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has been theoretically obscured. With the paradigm shift in trans-
lation studies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ranslator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back-
ground to the foreground, and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ransl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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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ed in the fundamental tenet that “languag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ogni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embodied experience,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meaning con-
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interpreting the trans-
lator’s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and semantic views of cognitive lin-
guistics, and drawing on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cog-
nitive underpinnings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reveals the cognitiv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meaning deconstruction and target-text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 concrete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both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di-
mensions.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examining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not only aligns wit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ut 
also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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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翻译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译文应当如何忠实再现原文意义”

上，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各种对等理论，其共同特征都是将翻译视为一种以原文为中心

的语言转换活动[1] [2]。在这一框架下，译者往往被隐喻为“透明的媒介”或“忠实的复写者”，其主观

能动性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否定[3]。 
然而，随着文化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社会学取向在翻译研究中的兴起，学界逐渐意识到：翻译并

非单纯的语言替换，而是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语境的意义重构活动[4] [5]。译者不再只是被动执行规则的

技术人员，而是参与意义生成的重要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译者主体性”逐渐成为翻译研

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与此同时，认知语言学在语言学界迅速发展，其以体验性、具身性和使用为本的语言观，对传统的

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理论形成了重要挑战。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而是

人类认知能力的组成部分；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而是在具体语境中由认知主体建构出来

的。这一理论立场与当代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主体中心”的趋势在根本上是同构的。 
基于此，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系统探讨译者主体性问题，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翻

译研究从“译作”到“译者”的转向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第二，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和语义观如何为

译者主体性的合理性提供认知依据？第三，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通过怎样的认知机制得以

实现的？通过上述探讨，本文希望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认知语言学框架。 

2. 翻译的转向 

从历时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文本中心”到“主体中心”的重要转向。早期翻译理

论，无论是西方的圣经翻译传统，还是中国的“信、达、雅”标准，本质上都以译文是否忠实再现原文为

最高评价尺度。这一时期的翻译观隐含着一种“客观主义”假设，即原文意义是稳定的、可被完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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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者的任务只是尽可能减少“失真”。 
20 世纪中叶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兴起，使翻译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深受形式主义

思维的影响。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虽然引入了读者反应这一维度，但仍然以实现“功能对等”为目

标，译者的角色依旧主要被限定为技术性的“调节者”。 
真正意义上的转折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图里、多斯特尔等为代表的描写翻译学派，将研

究重心从“应当如何翻译”转向“实际上如何翻译”，译者的选择、规范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开始进入

理论视野[4]。随后，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和巴斯内特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指出，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

受到思想、诗学规范和权力结构的制约，译者并非中立的传声筒，而是参与文化生产的能动主体[5]。 
可以说，从“译作”到“译者”的转向，是翻译研究范式由语言内部研究迈向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标

志。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学并未退出翻译研究舞台，而是以新的理论形态重新介入。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不同，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与认知、经验和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为解释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行为提供

了新的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译者主体性，并非对翻译研究传统的背离，而恰恰是对“翻

译研究应与语言学理论发展保持同步”这一学术传统的继承和深化。认知语言学所提供的不是单纯的技

术工具，而是一种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生成机制的整体性视角，使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具有更加坚实

的认知基础。 

3. 翻译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局限 

随着翻译研究不断发展，认知语言学逐渐成为解释译者主体性的重要理论路径。该理论强调翻译并

非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基于经验、图式与概念系统进行的意义建构过程。然而，翻译不仅是认知

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与历史活动。因此，将认知语言学与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阐释学等视角下

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其贡献与局限。 

3.1.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性与交际功能。Reiss 和 Vermeer 提出的目的论认为，译文应服务

于目标语环境中的交际目的，译者需要根据读者需求与翻译任务进行策略选择[6]。Nord 则进一步提出“忠

诚原则”，强调译者需要在原作者、读者与委托方之间保持协调[7]。 
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更关注译者内部的认知加工过程。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指

出，人类的抽象思维依赖于身体经验与概念映射[8]。在翻译中，译者需要基于自身认知图式，对原文意

义进行重新概念化。因此，功能主义主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翻”，而认知语言学则更关注“译者如何这样

翻”。不过，认知语言学对于翻译行为中的交际目的与社会功能关注相对不足。例如，在政府公文或法

律翻译中，译文往往受到目标语规范与传播目的的限制，仅从认知层面难以充分解释其翻译策略。 

3.2. 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社会学翻译研究强调翻译活动受到社会环境、文化规范与时代背景的影响。Bourdieu 提出的“场域”

与“惯习”等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译者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选择[9]。Inghilleri 认为，译者的翻译实践

并非完全个人化，而是会受到社会规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10]。 
认知语言学则更强调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主动性，认为译文差异来源于不同的经验结构与概念化方

式。然而，仅从认知角度解释翻译仍然有限。例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译本之所以呈现不同风格，往

往不仅与译者个人认知有关，也与时代审美和文化接受环境有关。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虽然强调外部

因素，却较少解释译者具体的心理加工过程。即使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中，不同译者仍可能产生不同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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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阐释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首先是一种“理解”活动。Steiner 认为，翻译本质上是对文本意义的解释

与再表达[11]。Gadamer 认为，理解并不是对文本意义的被动接受，而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不断互动的过

程[12]。 
在这一点上，认知语言学与阐释学具有相似性。二者都反对“意义固定”的传统观念，都强调译者

主体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中的体验哲学同样认为，意义来源于人的身体经验与认知活动[8]。 
但二者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阐释学更强调理解的历史性与哲学性，而认知语言学则试图通过隐喻、

图式与概念化等机制，对翻译中的意义生成过程进行具体解释。因此，阐释学能够说明译者为何不可避

免地带有主观性，而认知语言学则进一步解释这种主观性如何形成。 

3.4.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总体而言，认知语言学突破了传统“语言对等”观，将翻译视为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并重新强调

了译者主体的重要性。在解释隐喻翻译、文化意象翻译以及译者选择机制等方面，认知语言学具有较强

的解释力。不过，认知语言学主要关注译者的认知过程，对于翻译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历史差异解释相

对有限。 
因此，认知语言学更适合作为一种解释译者内部认知活动的理论，而功能主义、社会学与阐释学则

能够从交际功能、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等角度进行补充。不同理论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能够形成互

补关系，从而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活动。 

4.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其核心主张在于突破将语言视为独立形式系统的结构主义传

统，从人类认知活动的整体框架中重新理解语言的本质。与生成语言学强调语言的自主性不同，认知语

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并且人类认知建立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经验的基础之上。

[13]。这一理论立场为语言意义的理解方式、语言结构的形成机制以及语言使用的解释路径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 

4.1. 具身认知 

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语言根植于人类的具身经验。Lakoff 和 Johnson 在“体

验哲学”框架下指出，人类的概念系统并非纯粹抽象的逻辑结构，而是建立在身体与环境互动的经验之

上。知觉方式、运动经验、空间定位以及社会互动模式，共同构成了人类概念化世界的基础，而语言正

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8]。 
在这一视角下，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一般认知能力的特殊模块，而是与注意、记忆、分类、

推理等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13]。语言结构中的许多规律——例如空间隐喻、方位词用法、时间

表达方式等——都可以追溯到人类身体经验的投射模式。 
具身认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语言意义来源”的理解。意义不再被视为符

号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认知主体基于身体经验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结果。这一观点为

后续的语义理论和语用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具身认知理论至少提供了一项关键启示：语言表达背后所依托的经验基础并

非普遍一致，不同语言文化中人们的经验关注点和概念化路径存在差异。因而，跨语言意义传递并不是

单纯的形式转换，而涉及不同经验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调适。这一认识为后文讨论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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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认知前提。 

4.2. 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 

如果说具身认知揭示了语言的经验根源，那么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则从意义层面进一步体现了其与

形式主义语言观的根本分野。 
在传统形式语义学框架中，意义往往被界定为与真值条件相关的抽象关系，语言分析的重点在于描

述句子在逻辑空间中的真假判断。然而，认知语言学对这种“去主体化”的语义观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并非脱离使用情境而存在的抽象对象，而是认知主体在具体语境中通过概念化活

动建构的结果[13]。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语义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首先，语义是主观化的。语言表达不可避免地带

有说话者的视角、情感态度和评价立场。同一客观事件，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

义侧面。其次，语义是百科全书式的。词语和句子的意义不仅包含字典义，还涉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知识、

社会规范、情感联想和价值判断[14]。例如，“家”这一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联想范围就存在显著差异，

其意义远超“居所”这一物理属性。再次，语义是动态生成的。意义并非在语言形式中预先固定，而是在

具体语境中通过认知主体的解释活动不断被激活和调整。语言理解因此成为一个持续的认知过程，而非

一次性的解码行为。 
这一语义观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从翻

译研究角度看，这意味着意义不再被视为可以简单“转移”的客体，而是需要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重

新建构的认知产物。这一认识为后文关于译者在意义重构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接口。 

4.3. 概念整合理论 

在认知语言学众多理论中，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为解释复杂意义生成机制提供

了尤为精细的分析框架。Fauconnier 和 Turner 指出，人类在理解语言、进行推理和进行创造性表达时，

往往不是简单地在既有概念之间进行对应，而是通过多个心理空间之间的动态互动，构建新的意义结构

[15]。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本模型包括四个核心成分：两个或多个输入空间、一个共通空间以及一个整合空

间。在认知加工过程中，来自不同输入空间的要素被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中，并在此形成新的、具有

涌现性质的意义结构。这种新意义往往无法还原为原有输入意义的简单叠加，而体现出明显的创造性特

征。 
该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语言中的隐喻理解、讽刺解读、语义创新以及跨领域概念映射提供了

统一解释框架。例如，当人们将“时间”理解为“流动的河流”时，并非简单使用隐喻表达，而是在“时

间经验空间”和“空间运动经验空间”之间进行概念整合，从而生成具有认知说服力的新意义结构[15]。 
从语言理论层面看，概念整合理论进一步强化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立场：意义不是静态实体，而是

动态生成过程；语言使用不是规则套用，而是认知创造。 
在翻译研究中，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翻译活动涉及不同语言文化中概念体系的互动，

其本质并非单纯的符号替换，而是跨认知空间的意义重组。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认知模

型基础，也为后文讨论翻译中意义建构机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5. 译者主体性 

5.1.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在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交际三元关系。然而，这种三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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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链条，而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意义协商机制。尽管原作者是意义生产的起点，译语

读者是意义接受的终点，但真正承担“跨文化意义传播”功能的核心角色是译者。正如王正良和马琰所

指出的那样，在翻译交际结构中，“译者主体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主体”，因为只有通过译者的理

解、判断与重构，原作的意义才可能在另一语言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16]。 
从理论层面看，译者主体性并不是对传统“忠实原则”的否定，而是对其内涵的深化。传统翻译观

往往将忠实理解为对原文意义的最大限度复制，这一理解隐含着一个前提：意义是稳定的、客观的、可

转移的实体。然而，认知语言学对意义本质的重新界定动摇了这一前提。意义不再被视为语言形式的附

属物，而是认知主体在特定语境中通过概念化活动建构的结果[13]。因此，翻译不再是意义的“搬运”，

而是意义的“再认知化”和“再语境化”。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译者主体性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译者是意义理解的主体。原文并不天然地“包含”意义，意义需要通过译者的认知加工才能

显现。译者在理解原文时，会调动自身的语言知识、百科知识以及文化经验，对原文想要表达的意义进

行识解。例如，同一文本中的隐喻、反讽或文化暗示，不同译者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能

力高低的简单体现，而是不同认知背景和解释路径的结果。 
第二，译者是意义重构的主体。理解只是翻译的第一步，真正体现主体性的环节在于译者如何将已

理解的意义转化为目标语中可接受、可理解的表达形式。这一过程涉及对目标语读者认知期待的预判，

也涉及对语言资源的创造性调配。译者在此并非简单遵循既定规则，而是在多种可能方案中做出主体性

选择。 
第三，译者是意义责任的主体。译文一旦进入目标语文化场域，便承担着社会传播和文化建构的功

能。译者不仅要对原作者负责，也要对译语读者负责，更要对跨文化交流的效果负责。这种多重责任使

译者不可能成为“隐身人”，而必然以主体身份参与意义生产。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译者的认知建构活动之中。译者

主体性并非外加于翻译过程的伦理标签，而是翻译作为认知活动的内在属性。 

5.2. 译者主体性的认知基础 

译者主体性之所以在理论上成立，根本原因在于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意义本质的重新界定。认知语

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实

体，而是认知主体在特定语境中对经验的概念化结果[8]。这一立场为译者主体性的合理性提供了坚实的

认知基础。 
首先，从意义的不确定性来看，译者主体性具有必然性。任何语言表达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

开放性，其意义只有在具体语境和具体认知主体的参与下才能得以确定。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文

意义的解释者，又是译文意义的设计者。如果否认译者的主体地位，就等于假设意义可以在没有主体参

与的情况下完成跨语言迁移，而这一假设在认知层面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从认知差异性来看，译者主体性具有合理性。不同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经验方式不同，不同

文化对同一现象的关注焦点也不同。译者正是处在两种认知体系的交汇点上，其任务不是消除差异，而

是通过认知调适使差异变得可理解。翻译研究如果忽视译者的认知过程，就无法解释翻译结果的多样性，

更无法说明为什么“同一原文可以有多种合理译本”。 
再次，从意义建构的动态性来看，译者主体性具有功能性。翻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机械操作，而是

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认知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反复回到原文，对先前的理解进行修正；同

时也会根据译文整体效果，对局部表达进行重新安排。这种循环往复的认知活动，本身就体现了译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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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因此，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译者主体性并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妥协，而是翻译活

动在认知层面的必然要求。否认译者主体性，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无法解释翻译的真实

运作机制。 

5.3. 概念整合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认知语言学诸多理论中，概念整合理论为揭示译者主体性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尤为清晰的解释框架。

该理论认为，人类在理解和表达意义时，往往通过多个心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将来自不同来源的概念要

素进行选择性投射和整合，从而生成新的意义结构。 
将这一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译者主体性如何在认知层面展开。翻译活动至少涉

及四类关键心理空间：源语文本空间、源语文化空间、译者经验空间和目标语文化空间。译者在理解原

文时，需要在这些空间之间不断切换，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 
具体而言，译者主体性在概念整合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选择性投射体现主体判断。原文所激活的概念空间包含大量信息，但译者不可能也不需要将

所有信息等量投射到译文中。哪些意义要素需要保留，哪些可以弱化，哪些需要补充说明，都取决于译

者对交际目的和读者需求的判断。这种选择性投射正是译者主体性最直接的体现。 
第二，跨文化映射体现主体调节。在概念整合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比较源语文化空间与目标语文

化空间之间的差异，对原文概念进行再定位。例如，某些在源语文化中具有积极评价的概念，在目标语

文化中可能带有中性甚至负面色彩，译者必须通过重新整合避免意义偏移。这一过程离不开译者的文化

判断能力。 
第三，新意义生成体现主体创造。整合空间中的意义结构并非简单叠加，而往往具有新的涌现属性。

译文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在源语中并不存在，但却能更有效地实现原作的交际功能。从认知角度看，这

种创造性并非主观随意，而是概念整合机制的自然结果。 
正如金胜昔和林正军所指出的那样，翻译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双重整合”活动：译者在理解原文时

进行第一轮整合，在生成译文时进行第二轮整合。正是在这两轮整合的持续互动中，译者主体性得以稳

定而系统地发挥作用[17] [18]。 

6.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发挥 

6.1. 语言范畴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语言范畴层面，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形式的认知调适上。这种调适并非机械性的“语法

修正”，而是基于两种语言在概念化方式上的差异所进行的系统性重构。 

6.1.1. 词类转换中的认知取向 
英汉两种语言在事件表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更倾向于通过名词化结构呈现抽象过程，而汉

语则更强调动作性和过程性。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语法现象，而是反映了不同语言对事件结构的认知偏

好。 

例如：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company surprised everyone. 

公司迅速扩张让所有人感到惊讶。 

在这一转换中，“expansion”由名词转为动词“扩张”，并非出于形式对等的需要，而是基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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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件动态性的突出倾向。译者在此所做的，并不是简单遵循某条“翻译技巧”，而是在比较两种语言

认知模式后，对表达方式做出的主体性选择。 
从认知角度看，词类转换实际上是事件构式的重新配置。译者通过改变句法结构，引导读者以更符

合目标语习惯的方式对同一事件进行概念化，这正是译者主体性在微观层面的体现。 

6.1.2. 语态转换中的视角调控 
语态的选择本质上涉及对事件参与者的关注焦点。英语中被动语态使用频繁，强调事件结果或受事

者；汉语则更倾向于通过主动结构呈现事件的整体过程。 

例如：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father. 

他深受父亲的影响。 

在这一转换中，译者将被动句转换为主动表达，并非只是出于语法习惯的考虑，而是在进行视角调

控。通过突出“他”的体验状态而非动作施事，译者引导读者以更符合汉语叙事风格的路径理解事件。 
这种视角调控体现了译者在信息结构安排上的主体性。译者并不是被动接受原文的视角，而是根据

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期待，对事件进行重新聚焦，从而实现意义呈现方式的优化。 

6.2. 非语言范畴下的译者主体性 

如果说语言范畴主要体现译者在语言形式层面的主体调适，那么非语言范畴则更集中地展示译者在

文化和认知层面的主体建构。 

6.2.1. 范畴错位中的主体调节 
不同文化中，同一概念范畴的原型成员的文化内涵往往并不一致。中英文中“牛”和“horse”的对

比正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汉语文化中，“牛”作为力量和能力的象征，具有明显的积极评价意义；而在英

语文化中，“cow”更多是中性甚至略带贬义的形象，真正承担“强壮”象征功能的是“horse”。 
当译者面对“他真牛”这样的表达时，如果仅从词汇对应关系出发进行直译，必然导致意义偏移。

译者需要站在目标语文化的认知范畴体系中，对“力量”“能干”这一抽象概念重新定位，选择更具功能

对等效果的表达方式，如“He is really strong”或“He is as strong as a horse”。 
这一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译者在概念范畴重构中的主体性。译者不是在寻找表层对等，而是在进行深

层认知映射，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激活相似的评价框架。 

6.2.2. 文化空缺中的主体建构 
在某些情况下，目标语文化中甚至不存在与源语文化相对应的概念范畴，这时译者主体性就表现为

更为明显的“建构性介入”。 
例如汉语中的“龙凤之人”，其意义不仅包括“杰出”，还包含着吉祥、尊贵和家族荣耀等复合文化

意涵。然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并不承载相同的象征体系，甚至可能引发负面联想。若简单直译，

译文读者不仅无法获得原文的积极评价效果，反而可能产生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通常需要采取意义展开策略，将隐含的文化内涵显化为目标语读者可理解的描

述性表达，如“an outstanding and highly respected person”。这种做法在形式上增加了原文中未明说的内

容，但在功能上却更接近原文的交际意图。 
从认知角度看，这种“增译”并非随意添加，而是译者在面对文化空缺时，通过概念整合对意义结

构进行的必要重建，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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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体验效果再现中的主体责任 

金胜昔和林正军指出，译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复制语言形式，而是尽可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

相似的体验效果。这一观点从认知层面揭示了译者主体性的价值核心：翻译的终极目标不是形式对等，

而是体验对等[17] [18]。 
体验效果并非客观可测的实体，而是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心理反应，包括情感态度、价值

判断和审美体验。译者在追求这种效果时，必须综合考虑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其决策过程

本身就是高度主体化的。 
因此，无论是在语言范畴还是非语言范畴，译者主体性的核心都不在于“是否忠实”，而在于“如何

在认知和体验层面实现忠实”。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真正的忠实是一种动态平衡，而译者正是这一

平衡的关键调节者。 

7. 结语 

随着翻译研究由“文本中心”向“主体中心”的转向，译者主体性已逐渐成为理解翻译本质的重要

理论维度。然而，若仅从伦理、文化或社会层面加以阐释，仍难以充分说明译者何以在翻译过程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基于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力图为这一概

念提供更为坚实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言学关于具身认知、百科全书式语义以及意义动态生成的理论表明，语言并非自足系统，意

义亦非可以简单转移的客体，而是认知主体在具体语境中通过概念化活动不断建构的结果。在这一理论

框架下，译者主体性不再被视为对“忠实原则”的偏离，而是翻译活动在认知层面的内在要求。译者之

所以不可替代，正是因为翻译并不是符号之间的机械转换，而是跨语言、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重构过程。 
借助概念整合理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翻译活动涉及多个心

理空间之间的持续互动与整合，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解、判断与选择，其主体性既体现在对原

文意义的把握之中，也体现在对译文表达方式的创造性调节之中。这表明，译者主体性并非抽象的理论

口号，而是贯穿于翻译认知全过程的现实存在。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也有助于重构“忠实”

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二者不再是彼此对立的价值取向，而是统一于意义建构这一核心认知活动之中。

译者不再只是“忠实的传声筒”，而是意义跨文化迁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认知主体和文化中介。这一认

识，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认知基础，也为理解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创造性开辟了新

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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